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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创新平台是驱动创新的有效载体，与世界主要科技创新强国相比，中国科技创新平台存在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主体间关联性和依存度不足等问题，有必要对已有文献研究经验进行批判性学习。结合经典平台理论研究，运用CiteSpace软件，对1956－2021年国外科技创新平台研究进行系统性回顾，并探析其研究趋势。研究发现：国外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经历了资源整合（1956－1981年），到关注资源承载者的多边架构（1982－2007年），再到协调平台多参与者的创新生态（2008年至今）3个阶段。由此建议未来研究进一步挖掘科技创新平台中平台一词的含义，识别平台的模块化架构、网络效应以及多层平台的属性；深入开展科技创新平台治理研究，包括基于模块化经典理论、社会学习的视角等探寻平台的构建策略与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元组织视角以及平台生命周期视角探讨平台的生态化发展策略研究；关注面向公众开放的DIY实验室（do-it-yourself laboratories）、数字赋能的开放式创新平台等体现创新民主化的科技创新平台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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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i-tech) innovation platform is an effective carrier to drive innovation. Compared with major sci-tech innovation powers in the worl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of sci-tech innovation platforms in China, such as dispersion of sci-tech resources, insufficient relevance and dependence among sub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critically study relevant existing literature research. Combined with classical platform theory and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foreign sci-tech innovation platforms from 1956 to 2021, and explores its research trend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n foreign sci-tech innovation platforms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resource integration (1956－1981), multilateral framework focusing on resource carriers (1982－2007), and innovation ecology focusing on multi-participant coordination platforms (from 2008 to the present).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meaning of platform of sci-tech innovation platform, and identify the modular architecture, network effects and attributes of multi-layer platform;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of sci-tech innovation platform including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the platform based on modular classical theory and 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and exploring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platform based on stakeholder theory, meta-organization perspective and platform life cycle perspective; pay attention to new forms of sci-tech innovation platforms that reflect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novation, such as DIY(do-it-yourself laboratories) laboratories open to the public and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s enabl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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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创新平台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汇集科技创新要素，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产出科技创新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的有力抓手。自1984年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后，中国科技创新平台的发展经历了从以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基础研究类平台建设为主导，到设立企业技术中心和企业孵化器等技术转化类平台，再到现今以企业为核心的多元化、开放式创新系统的探索阶段[1]。各种层次和形式的科技创新平台应运而生，形成了“全面开花”的局面。然而，与实践热度相比，科技创新平台依然存在着规范化不足、缺乏宏观管理（如张贵红等[2]研究中所表述）以及主体间关联性不足等问题（如盛亚等[3]研究中所表述），亟需明晰科技创新平台的发展规律，增强对平台知识架构与演进逻辑的学理性认识，从而有效指导中国科技创新平台的发展实践。因此，探索如何有效利用科技创新平台，实现平台驱动创新发展，已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

科技创新平台实践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也带动了理论研究的快速演进。一方面，国外有关科技创新平台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至1917年，主要意涵是整合与集聚科技资源，以支撑组织创新的基础设施或载体[4]。此后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均对科技创新平台开展了大量研究，为平台特征的刻画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国内研究与国家政策演变相关，对不同类型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经验（如郭军灵等[5]的研究）、绩效评估（如孟溦等[6]的研究）等作出了大量探讨，但此类研究尚未解析平台的作用机制，难以为科技创新平台的实践发展提供有效指引。国内早期研究多聚焦于探讨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建设的实验室、依托企业的研究机构以及发达国家典型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经验（如郭军灵等[5]的研究）；后关注了区域与行业科技创新平台的发展问题；而自2015年旨在克服科技创新“死亡谷”的新型研发机构被正式提出后，对其发展模式、绩效评估（如孟溦等[6]的研究）与类型（如周君璧等[7]的研究）等的研究呈井喷之势。

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对国外研究经验进行有选择的借鉴，有助于催生众多新颖且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考虑如何在科技创新平台研究中辩证地运用已有的平台理论（如多边架构和网络效应），也要密切关注国外相关研究动态（如国外研发实验室、研究中心）。然而，目前鲜有学者对国外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脉络进行梳理，且已有综述在内容上多局限于特定领域，缺乏整体性考量。基于此，本文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回顾，并结合平台的理论研究探析科技创新平台的未来研究趋势。CiteSpace软件作为文献计量分析的工具，不仅可以有效规避定性分析带来的主观问题，且其图文并茂的特性更有助于明晰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因此，本文运用客观性较强的文献计量法，辅以关键文献精读，挖掘国外科技创新平台的知识基础，展示研究热点的演进轨迹，探析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国内科技创新平台的实践和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1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分析是一种流行的科技文本挖掘工具，其能够全景呈现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和趋势等[8]。本文主要借助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CiteSpace 5.5.R2软件对国外科技创新平台的文献进行科学计量，并对特定文献作深入分析。

1.2 数据来源

科技创新平台有复杂多样的名称，“平台、中心、实验室”等都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9]。在对蔡丽茹等[1]的研究、陈志辉[9]等平台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将其定义为具有集聚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特征，支撑和服务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组织。基于此，本文以“laboratories、innovation platforms、technology platforms、science platforms、research institutions、research centers、research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为主题词在Web of Science核心集中进行检索，涵盖1900年至今的全部文献（截至2021年12月5日）。本文将检索结果限定为经济（economic）、管理（management）和商业（business）3个领域，并将文献类型精炼为Article和Review两类，得到文献1 211篇。为确保文献质量，本文对文献摘要进行系统阅读，剔除与科技创新平台意涵无关的文章（如数字金融平台、将项目视为平台、仅提及实验室方法的研究），最终得到文献483篇，将其题录数据以纯文本形式导出，供后续分析。

1.3 研究过程

本文首先对所选取的文献进行描述性分析，以把握国外科技创新平台的整体研究情况；其次，借助CiteSpace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根据被引频次、中心度和突现强度识别平台研究的关键被引文献，挖掘现有研究的知识基础；最后，进行共词分析，基于高频词和突现词明晰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热点及演进情况，并进一步挖掘研究前沿。

2知识基础

为从整体上把握国外科技创新平台的文献数量变化及时序规律，本文对所选文献进行描述性分析。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1917年，该研究介绍了当时美国的研究机构，包括国家研究机构、私立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主导的产业实验室[4]。1918－1955年，平台研究出现断层现象，直到1956年后，学者们才开始广泛关注科技创新平台，整体文献发表数量呈上升趋势，表明科技创新平台逐渐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本文选取了前5个高发文量期刊进行分析，其中2020年影响因子排名前三的Research Policy、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和Technovation均是创新研究领域的领先期刊，表明科技创新平台研究的重要期刊正在涌现。

进一步地，知识基础是研究领域知识演进的前提与支撑，由共被引文献集合组成。题录中包括每篇文章的参考文献，这些参考文献在共被引网络中作为节点存在，而节点间的联结强度代表着每两篇参考文献被同一篇文章引用的次数。本文借助文献共被引分析功能，结合关键被引文献进行具体分析，以挖掘科技创新平台的知识基础。

本文将文献数据导入软件，时间跨度设置为1956－2021年，时间分割设置为两年，节点类型设置为Reference，构建共被引网络，进行聚类分析。本文选择摘要术语对各聚类进行命名，并经对数似然比（LLR）算法予以标注，结果见图1，可以看出共得到5个显著聚类（#0、#1、#3、#4、#5，其中#2不显著，未显现）。Modularity Q是网络模块化的评价指标，当Q>0.3时，则得到的网络结构较显著；Mean Silhouette值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当Silhouette>0.5时，聚类结果是合理的。由图1可知，本文的文献共被引网络结构较好（Q=0.938 6），且聚类内部的同质性较高（Mean Silhouette=0.577 2）。其中，#0聚类和#3聚类（体现了科技创新平台主体多元化的特征，#1聚类和#4聚类反映了平台不同的表现形式，#3聚类、#4聚类和#5聚类可视为平台所具备的功能。

对文献共被引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进行具体分析能够进一步挖掘知识图谱所表征的核心信息。本文根据被引频次、中心度和突现强度，对关键被引文献进行选择，并在图1中标记其作者及文章发表年份。其中，带红★标记的即为突现性主题词。被引频次高低反映了文献的学术影响力和经典程度，通常高被引文献传递的知识多被视为开展下一步研究的知识基础[8]。图1中节点越大表明该文献被引频次越高。文献节点的中心度高低反映了一篇文献对某学科研究领域的枢纽作用[8]。通常，中心度较高的节点是一定时间内某学科领域知识演化网络中的转折点，可将其视为该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重要知识基础。进一步地，结合对关键被引文献的详细信息分析，本文将已有研究分为3类：
第一类为大学研究中心，主要分布于#1聚类。关键文献包括被引文献与施引文献，具体可分为中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前者梳理了多用途、多学科大学研究中心的历史演变，强调其是政府寻求与大学合作解决国家问题的重要工具，具有学科间融合、与外部组织互动等特征，如Boardman等[10]的研究；后者对大学研究中心内部研究人员所面临的科研、教学等多重角色压力（如Boardman等[10]的研究）、激励制度、学术和商业需求之间的平衡以及与产业界的互动（如Boardman[11]的研究）展开研究。
第二类为技术转移，主要分布于#0聚类、#3聚类和#5聚类。从知识图谱上看，“SIEGEL DS（2003）”关于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的文献、“NELSON RR（2004）”针对美国《拜杜法案》颁布前后的大学-产业技术转移研究一书以及“PERKMANN M（2013）”关于技术转移两大类实现方式（即商业化和学术参与）的比较研究，被引频次较高且具有突现性。上述文献聚焦于大学技术转移，为科技创新平台研究奠定重要的知识基础。这也反映早期研究聚焦于大学，较少关注公共研究机构等科技创新平台，或是将其与大学统称为学术界。后期的研究开始关注大学与科技创新平台的差异，有研究指出提升企业竞争力是科技创新平台的使命之一，但这并非大学的首要目标[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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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为开放式创新，主要分布于#0聚类、#3聚类和#4聚类。关键文献以综述居多，其中“ENKEL E（2009）”论述了过程视角下开放式创新的3种类型，即内向型、外向型与耦合型，并指出外向型与耦合型已受到较多关注，后续研究需对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作进一步探索【涉及具体文献内容的引用，应该补标参考文献】；Gassmann等[15]将开放式创新研究分为空间、用户、供应商和过程等9类视角，并指出未来应将研究焦点从大企业拓展至中小企业，并关注研发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提高价值创造而不仅是节约交易成本；West等[16]则综述了开放式创新与管理学、经济学领域的经典理论相结合的研究，包括资源依赖理论、动态能力理论、治理理论等。进一步地，Sirg等[17]认为企业与具有中介作用的科技创新平台合作，是实施开放式创新的方法之一，实现了开放式创新与创新中介研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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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文献共被引聚类图谱

开放式创新作为知识基础，从4个方面推动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其一，企业与外部科技创新平台间的合作受到关注。如根据开放式创新模式与过程的不同，企业可以权变选择所合作的平台，以降低技术市场的交易成本、跨越文化障碍以及实现技术的吸收、追赶和创新等[18]；其二，科技创新平台在联结多边主体时的作用得以体现。如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与利益导致了主体间互动时的紧张关系，而平台的介入可以弥合对立利益、协调相互冲突。Kreiling等[19]研究表明平台在应对不同主体时所扮演的各类角色间可能会出现不相容，如投资者角色致力于为其内部利益相关者创造经济价值，区域建设者则倾向于为当地中小企业创造公共价值；其三，科技创新平台的理论研究得以拓展。De silva等[20]从知识视角考量科技创新平台如何在与外部组织合作过程中创造自身价值；其四，在开放式创新理论趋于成熟与信息技术实践逐渐发展的双重作用下，衍生出面向公众开放的DIY实验室（do-it-yourself laboratories）（如Galvin等[21]的研究）、数字技术赋能的开放式创新平台（如Lalicic[22]的研究）新形式，表明科技创新平台的载体多样性以及高开放度的发展趋势。

3研究热点及其演进

主题词能够反映文章的关键信息，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研究者了解研究热点。共词分析的基本原理是统计每两个词在同一组文献中出现的次数，并构建共词网络。为确保分析的全面性，本文从数据集的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以及辅助关键词中提取名词性术语作为主题词，节点类型为Term，时间切片为两年，进行共词分析。为提高分析的准确性，本文将同义词进行合并。

图2是共词分析时区图谱，时区图（timezone）将相同时间内的节点呈现在同一时区中，时间序列按照从远到近的顺序排列，其中主题词的大小与词频相关，较大节点可视为科技创新平台领域的研究热点。时区图中带红★标记为突现性主题词，主题词突现表明一个潜在的话题已经或正在引起研究者在特定时期的关注，表1列出了详细的突现性检测结果。

结合图2和表1可见，科技创新平台由平台概念衍生而来，其研究脉络与平台研究密切相关。本文根据高频词和突现词，结合平台研究的发展阶段，将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划分为3个阶段：1956－1981年的资源整合阶段，期间平台研究尚未出现；1982－2007年的多边架构阶段，期间平台研究以产品开发平台、技术平台和双边交易平台为主；2008年至今的创新生态阶段，期间战略创新平台逐渐兴起，并且平台研究呈现出多元化流派的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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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主题词共现时区图谱

注：由于1918年—1955年的研究出现断层，在设置图谱参数时不予考虑。

表1  主题词突现表

	主题词
	强度
	突现时间

	R&D laboratories
	7.35
	1985－2006

	innovation intermediaries
	5.27
	2013－2016

	research institutions
	5.15
	2016－2021

	diy laboratories
	4.89
	2020－2021

	open innovation
	4.33
	2017－2021

	innovation platforms
	4.27
	2018－2021


3.1 资源整合阶段

1956－1981年，平台一词虽未在经济、管理和商业领域出现，但研究机构、研发实验室等整合、集聚科技基础设施和学科专业人才的特征体现了平台资源集成和共享的本质。
具体而言，该阶段出现的主题词包括研究机构、研发实验室以及研究中心。该阶段科技创新平台的形式较为单一，多以政府/企业/大学一方主导，旨在整合、集聚大量科技资源开展创新活动。其中，政府和大学主导的平台承担着国家安全避风港的角色，致力于航空航天等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研发以强化国防力量；而企业主导的平台多以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为主，旨在满足和创造顾客需求，以保持企业的行业领先地位。该阶段也存在不受上述三方管理的独立研究中心，相较于政府主导的平台更具独立性，大学主导的平台更重视跨学科和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企业主导的平台利益冲突更少[23]。
该阶段学者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一方主导的科技创新平台，对独立研究中心的关注较少。研究内容涵盖平台的内部管理和沟通网络两方面，前者多聚焦于对研究人员的选拔要求、薪酬管理及激励措施等，后者则涉及平台如何接收、处理外部信息并将其在内部进行传播[24]。
3.2 多边架构阶段

1982－2007年，平台研究兴起，技术管理视角下的新产品开发研究以及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双边市场研究较早使用平台的概念。该阶段政策引导下的科技创新平台除了集聚资源开展研发，也开始关注资源的承载主体，更是进一步充当企业、大学等主体信息共享、技术转移与合作研发的场所，多边架构的特征显现。
与第一阶段相比，该阶段一方面延续和拓展了内部管理研究，即从仅聚焦于微观层次的研究人员拓展至包括中观层次的研发管理，如网络管理（如Meyer[25]的研究）与绩效评估等；另一方面，也涌现了一批新兴主题词，如反映平台载体多样性的产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体现平台运行开放性、功能多元化的技术转移与研发合作。此外，从研究方法上看，案例研究方法开始在科技创新平台研究中的应用，以有效克服平台异质性（如制度环境、地理位置）和复杂性（如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多样化的主体间联系）带来的研究难点。如Drejer等[26]基于双案例对比分析，揭示了市场拉动和技术推动两种情况下，政府在企业与公共研究机构间研发合作中的作用。
该阶段新兴主题词的出现与创新环境、各国政策密切相关。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创新的跨学科合作需求逐渐增长。各国相继出台政策，一方面重新审视国家研究机构等的作用，对现有科技创新平台进行改革，如德国政府于1996年提出《德国科研重组指导方针》，促进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紧密结合；另一方面设立各类计划以打造科技创新平台，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1984－1985年发起产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计划，引导大学与研究机构的成果向产业界转移；荷兰政府于2003年成立创新平台以应对经济的停滞和衰退。
由此可见，科技创新平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发凸显，即平台不仅整合科技资源开展创新链前端的研发，还将其触角延伸至创新链中后端的技术转移，通过集聚企业、大学等主体逐渐形成以平台为中心的创新系统。从平台变革上看，技术转移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模式、机制、动机（如Lee等[27]的研究）以及转移成功的影响因素。衍生企业作为技术转移的重要手段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如政府研发实验室衍生企业的过程，衍生企业与母体组织争夺稀缺资源时的冲突，以及知识在公共研究机构衍生企业的创建和发展中的重要性[28]。进一步地，从创建新兴科技创新平台上看，平台的冷启动问题是研究热点，如Feller等[29]通过调查发现企业的内部因素、其与工程研究中心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是阻碍企业从中获益的主要障碍。平台网络效应的存在使其冷启动问题至关重要，而科技创新平台的特殊性（如基础研究和行业共性技术研发的外部性）使其冷启动成为难点，即大多数科技创新平台在建设初期面临市场失灵等问题。
3.3 创新生态阶段

2008年至今，战略创新平台研究兴起，平台研究已然形成三大流派且不同流派的交叉研究正在出现[30]。关于科技创新平台研究的主题词呈爆发式增长，其表现形式趋向高开放度，且平台生态研究逐渐兴起。此外，大样本实证研究方法的出现也反映了科技创新平台研究领域的发展。

该阶段延续和拓展了平台的内部管理、合作研发和技术转移研究。内部管理研究可分为微观和中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如研究人员参与合作研究中心的满意度，中观层次如知识产权分享机制、协调机制与项目管理[31]。其中，绩效评估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是研究热点。评估方法包括研究－集成－利用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等；影响因素包括宏观层次的政策研究，如美国的财政激励制度以及中观层次的组织氛围与组织设计等。针对科技创新平台的合作研发，该阶段学者们主要关注合作研发的影响因素，包括在合作研发网络中的位置、三螺旋互动等（如Zhang等[32]的研究）。平台的技术转移则主要涉及技术转移过程、撰写技术转移合同时遇到的问题等。

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该阶段还诞生了数字技术赋能的开放式创新平台、具有“草根”性质的DIY实验室以及具有研发国际化特征的跨国企业研发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等新形式，体现了以科技创新平台为中心的创新系统开放式协同和主体多样性的特征。如开放式创新平台一方面基于现有和新兴资源来鼓励知识的交流和新想法的产生，为参与主体创造价值；另一方面作为中介促进主体间有效的协作，从而实现有价值的共同创新。与开放式创新平台相比，DIY实验室最突出的特征是“草根”性质，其为独立科学家、科学爱好者等个体提供了一个在基层进行科学创新和技术孵化的平台，通过集聚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优势资源，这些个体得以持续与三螺旋各方进行互动[33]。

此外，在开放式创新和信息通信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有机、动态的创新生态系统范式备受关注。创新生态系统借用生物学隐喻来揭示创新的复杂过程，其基本要素是物种（如企业、大学、政府），物种联结形成各种群落（如研究、开发和应用），物种间共生竞合、群落间保持平衡，从而实现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伴随平台从双边架构走向多边架构，逐步发展为高度开放的生态网络，平台生态研究兴起。根据研究焦点的不同，可分为生态演化和生态治理两个方面。前者多立足于过程视角，如研究平台如何从依靠政府的单一驱动发展为政府和市场激励机制并存的多样化系统；后者则主要关注平台主导者针对生态内异质性物种的有效治理。

综上所述，基于文献脉络梳理以及主题词共现分析，本文提出一个科技创新平台研究的理论框架（图3），以更为系统地了解科技创新平台的时空演进。

【图中是否可以采用统一的宋体进行表示，颜色较浅的字体印刷时容易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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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科技创新平台的理论框架

4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内容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从整体研究概况上看，1917年至今，国外科技创新平台的文献发表呈上升趋势，知识基础主要包括大学研究中心、技术转移和开放式创新3个领域。可见，科技创新平台可以作为技术转移供方（如大学研究中心），以衍生企业、专利许可等形式向产业界转移科技成果；也可以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交易场所，促进双方的有效匹配；还可以作为开放式创新的场所，吸引不同的参与者加入平台，共同创新与研发，进而实现平台的持续创新。
二是，从研究热点的演化上看，国外科技创新平台研究经历了资源整合和多边架构两个阶段，目前正处于创新生态阶段。其载体从一方主导形式发展至多主体共建，表现形式呈多样化；其功能从资源整合延伸至为其他主体提供信息共享、技术转移、合作研发的场所，平台参与者从仅包括企业、大学拓展为向社会公众、风险投资机构等主体开放，多边架构显现。伴随平台从双边架构走向多边架构，逐步发展为高度开放的生态网络，科技创新平台的生态化问题成为关键。与此同时，资源整合阶段的平台侧重于以平台有效积聚资源，实现平台内部创新；多边架构阶段的平台研究开始关注到资源的承载主体，以多主体间的资源共享，推进创新；创新生态阶段主要探讨如何更有效地协调平台参与者的利益关系，实现价值共创与共同创新。

三是，从研究方法上看，资源整合阶段，学者们围绕平台的内部管理等方面进行初步的描述性分析，旨在为平台发展提供实践指引；多边架构阶段，案例研究方法的引入能够有效克服平台异质性和复杂性带来的研究难点，该阶段通过案例研究提炼了初步的平台理论框架；创新生态阶段，大样本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反映了科技创新平台研究的演进，也逐步验证了案例研究的初步框架。
4.2 科技创新平台的未来研究
基于科技创新平台的已有研究框架，考虑数字时代背景以及相关紧密相连的研究方向，本文提出未来科技创新平台的发展与研究如图4所示。

【图中是否可以采用统一的宋体进行表示，颜色较浅的字体印刷时容易看不清楚。注意字体不超过宋体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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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展望
4.2.1 挖掘科技创新平台的“平台”意涵
（1）进一步揭示科技创新平台意涵与特征。从科技创新平台研究上看，国内现有文献多直接将研发实验室等作为科技创新平台开展研究，较少涉及平台的模块化架构、网络效应等关键特征。从平台研究上看，长期以来国内平台研究多关注交易平台，创新平台研究总体上处于数量少、质量低的状态。事实上，国内大型交易平台已经或正在向兼具交易和创新属性的“多平台帝国”发展，而具备实力的传统企业受数字经济的挑战也将把握新技术机会窗口进入创新平台领域，但国内更为普遍的是缺乏创新资本、竞争力较弱的中小型企业。为破除创新障碍、维持生存，部分中小型企业会选择进入或依托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此外，结合中国情境，未来研究可考虑将科技创新平台作为国内创新平台研究的突破点，探寻其平台特征，在把握平台特征与意涵的基础上，关注国内具备实力的传统企业如何打造科技创新平台，以及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平台与其他类型科技创新平台的异同等。

（2）识别科技创新平台的多层属性。实践中科技创新平台逐步从单一层次的平台迈向多层平台，呈现“千层糕”状态。理论研究也指出平台具有基础设施层和应用层，基础设施层平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会更加分散，而应用层会更加集中，基础设施层的平台为各种应用平台提供了共同的基础，且基础设施层的平台比应用层平台去中心化程度更高[34]。已有关于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尚未关注到平台具有多层的属性，对此，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案例研究识别出科技创新平台的多层包括哪些，不同层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层的构建以及治理策略等，丰富平台意涵的同时，也为平台研究添砖加瓦。
4.2.2 深入开展科技创新平台治理研究

目前中国科技创新平台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资源空间间隔过大、主体间关联性和依存度不足等问题，可归为平台的冷启动和生态化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是动力和协调机制的失败。对此，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探寻战略性的推动平台持续成功的有效的策略：
（1）科技创新平台的构建策略研究。
一是，关注政策在科技创新平台启动和运行中的重要，探索基于中国情景的平台构建模式研究。科技创新平台由于其基础研究和行业共性技术研发的外部性等，政策在其建设和运行阶段尤为重要。因此，可探寻政策与科技创新平台冷启动的关系。岳昆等[35]年针对国家实验室的建设策略研究发现，实验室的布局和创新需要中央政府的宏观统筹，其落地和运行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但此类仅止步于提出政府或政策对科技创新平台启动的重要性上，对于其间的关系尚未探讨。

二是，基于模块化经典理论，开展科技创新平台的构建过程研究。模块化的思想最早始于西蒙所提出的近可分解性，模块化对缓解系统复杂性、降低系统成本具有重要作用[36]。Gawer[37]研究指出平台呈模块化架构，由核心技术模块和外围技术模块构成。进一步地，也研究发现平台技术架构、业务流程以及组织体系均呈模块化特征[38]。但已有研究并没有深入探究模块的形成机制，且对平台模块化的文献研究相对较少。对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地探讨科技创新平台是如何设计模块化架构以及不同模块是如何形成。

三是，基于社会学习的视角，探寻实现科技创新平台的冷启动的策略。已有研究认为建立科技创新平台会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获取更多的创新补贴等，如黄送钦等[39]。但此类研究没有指出如何做才能吸引人才、获取补贴。而Fang等[40]研究发现，在快速中的生态系统情境下，平台企业可以通过临时聚会（temporary gatherings）这一举措向潜在平台参与者主动营销自己，吸引有远见的互补者加入平台，快速实现平台的冷启动。社会学习是指人们从他人的行为中推断的一种方式，平台举办的临时聚会是社会学习的有效载体，有助于随大流式平台采用的形成，有助于平台建设初期快速吸引人才与积聚资源。如华为的OpenHarmony技术大会汇聚了众多开发者和合作伙伴进行深入交流，促发社会学习机制，为华为内部的科技创新平台吸引更多参与者加入，实现平台的扩散。
（2）科技创新平台的生态化发展研究。当前的科技创新平台的实践发展已经处于资源整合，多边架构与创新生态的融合阶段，平台的生态治理尤为重要。资源整合阶段的平台侧重于以平台有效积聚资源，多边架构阶段的平台研究开始关注到资源的承载主体，以多主体间的资源共享；创新生态阶段主要探讨如何更有效地协调平台参与者的利益关系，实现价值共创，进而获得持续创新。未来研究可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
一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平台主导者的生态治理策略，实现平台“输血－造血－献血”的华丽转身。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分析主体属性、解释关系乃至网络特征的主流理论，将其运用于科技创新平台有利于在平台边界模糊化的情况下识别其利益相关者，探寻各利益相关者的创新原动力，从而实现平台主导者对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的创新激励，以及平台生态内潜在冲突的识别与化解[41]。进一步地，未来研究还可以基于案例研究探讨谁应该是平台的利益相关者，或者谁是平台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探讨平台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如何影响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发展，进而制定平台生态系统的规则和治理策略。

二是，基于元组织视角，探索平台的架构设计与生态编排策略。元组织连接多个组织、参与者、活动和接口，并由相互关联的价值主张或业务支撑。元组织视角对于分析平台生态系统是如何发展和交互的具有一定解释力度[42]。现阶段，平台除不断集聚资源与吸引参与者进行共同创新外，更要关注平台内的激励和控制，以平衡看似冲突性的紧张关系（如平台开放与控制）。进一步地，未来研究可探讨平台如何分配利润，以及如何权衡参与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进而推动平台持续创新。此外，平台主导者还需要就平台发展做出持续决策，包括哪些创新活动由平台内部提供，哪些外包给外部主体等，这些决策制定既受平台架构设计的影响，又可以对话平台边界的研究。

三是，从动机视角切入，探寻平台创建者的初始动机如何影响平台生态系统发展的关键选择。已有平台研究多从资源和能力视角探寻平台的构建及其生态发展，认为平台可以帮助组织整合和积聚必要的资源和能力，进而实现高效发展。而Wormald等[43]研究发现，动机和能力均会影响平台生态化的关键选择，以便利终端用户交易为动机的创建者会选择构建终端开放的平台生态，以增加收入来源为动机的创建者会选择构建终端封闭的平台生态。的确，在许多情况下，动机是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进而影响结果的产生。因此，未来研究可尝试从平台创建者的动机出发，探寻其如何影响科技创新平台生态系统的配置选择与发展。
四是，在研究中引入平台生命周期，探讨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平台的生态治理与编排策略。Teece[44]将平台分为初创期、成长期、领导期和自我革新4个阶段，并指出平台主导者需意识到平台存在不同生命周期，且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发展需求。Gawer[45]将平台分为初创期和成熟两个阶段，发现不同时期的平台会采取不同的边界决策。对于科技平台而言，也将存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因此，一方面，未来研究可以将平台分为初创期的视角，对已有的平台生态治理与编排策略进行细化研究，以期识别不同时期的差异化策略；另一方面，目前对于平台生命周期的研究尚未处于初级阶段，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平台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临界点和临界指标。
4.2.3 新型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
当前DIY实验室、开放式创新平台等体现创新民主化的新形式科技创新平台涌现，未来研究可以深挖此类平台。此外，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平台参与主体不断丰富、平台中企业间的弱连接状态不断凸显。对此，现阶段研究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1）关注体现创新民主化的新型科技创新平台。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DIY实验室已经在全球逐渐发展壮大，国外相关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体现了民主化创新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但国内的实践和研究仍然较少。长期以来，以Schumpeter为代表的主流创新范式强调生产者创新模式，即创新由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创造，并通过销售将创新传递给消费者[46]。Von hippel[47]提出的用户创新理论以及Chesbrough[48]提出的开放式创新理论对生产者创新模式提出了质疑，拓展了创新源的广度，但其所探索的范围依然是以企业为核心的周边群体和组织（如用户群体或和企业存在合作关系的研究机构等），并未有效地利用广泛散布在人群中的有用知识。引入社会公众作为创新主体为弥补我国生产者创新动力的不足另辟蹊径。对此，未来研究可以DIY实验室、开放式创新平台等为案例研究对象，展开系列研究，以丰富平台的研究。

（2）重新界定数字化情景下科技创新平台的新内涵、新的演化机制。数字化情景的无边界性、互联性与丰富性（如可变性、物质性、生成性和涌现性）对科技创新平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平台主体上，数字化情景下科技创新平台的参与主体不断丰富，平台边界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二是数字化情景进一步凸显出了平台各参与主体的弱连接状态，平台生态更加松散，平台规模与异质性不断扩大，拥有核心资源优势主体的竞争优势及主导地位会进一步凸显。对此，未来研究可以探讨超越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外的其他主体，如用户是否能为科技创新平台贡献出更大、更广的创新要素。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对于科技平台的演化是否会产生影响？产生何种影响？以及是否会有新型的科技创新平台的出现？这些问题都亟待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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